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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台霙霏

□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平雅绮

6 月 24 日，当阿丽再次走进湖北
省武汉市检察院时，脚步轻快了许
多，刚拿到手的判决书还带着油墨的
清香。这份历尽波折的判决书，承载
着阿丽多年的期盼，也见证了检察机
关在法律规则更迭背景下，为维护公
平正义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从“半屋之约”到“权益落空”

2024 年 2 月的一天，阿丽紧攥着
一份泛黄的民事调解书走进武汉市检
察院。“法院判给我一半房产，怎么拆
迁款全归了前夫？”她向检察官讲述了
一场跨越14年的拆迁补偿纠纷——

2008 年 5 月，阿丽与前夫阿强离
婚，法院出具的调解书明确了位于武汉
某小区的两层半房屋由双方各享 50%
份额，如果日后拆迁，权益由双方均分。

2010年城中村改造启动，阿强却瞒着阿
丽与拆迁公司单独签订《房屋拆迁补偿
协议书》，将全部权益据为己有。2011
年，阿丽提起确权诉讼，2017年胜诉，但
拆迁公司仍将2012年至2019年间本应
属于阿丽的过渡费支付给了阿强。

2020 年 7 月，阿丽起诉拆迁公司
追讨过渡费，一审胜诉，拆迁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2021 年 9 月，二审法院
裁定撤销原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重审后，以“拆迁公司 2010
年与阿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书》时不知情”为由，认定协议有效，
驳回了阿丽的诉求。阿丽提起上诉、
申请再审，均被驳回。

“拆迁公司 2011 年就知道我们
离婚了，凭什么仍把属于我的过渡费
支付给他？”阿丽始终不解。

锁定关键节点揭开真相

武汉市检察院受理案件后，承办

检察官经梳理案情发现，由于该案时
间跨度大，关键信息已无从考证，阿
丽提供的拆迁登记工作联系人成为
突破口。检察官通过询问该联系人证
实，阿丽当年确实交过离婚材料，且
已经上交村里。检察官找到村集体，
却被告知资料已遗失；联系拆迁公司
时，对方称拆迁登记工作由村集体负
责，该公司仅依材料公示。

为查实关键信息，承办检察官又
调阅了大量关联案件的卷宗，发现
2011 年 4 月 13 日，法院在审理阿丽确
权案时，拆迁公司对离婚调解书发表
了质证意见，还认可了其真实性——
这意味着拆迁公司最迟在 2011 年 4
月 13 日那天就知晓阿丽享有一半的
拆迁权益。

承办检察官随即调取拆迁公司
的支付明细表，发现拆迁公司将属于
阿丽的过渡费支付给阿强的时间全
部 是 在 2012 年 8 月 之 后 。检 察 官 认
为，拆迁公司明知对方享有权益，还

把钱全部支付给了无权处分的一方，
这不是疏忽，是恶意。

法律规则更迭中的“正义守恒”

“该案的焦点在于，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施行后法律规则发生了变
化：原合同法‘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
规则变为了民法典‘无权处分不影响
合同效力’。”检察官向记者解释，按
照原合同法“无权处分效力待定”规
则，无处分权人阿强与拆迁公司签订
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需要权利
人阿丽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
权才有效；若阿丽不追认，则合同无
效，拆迁公司需直接向阿丽支付过渡
费，这也是阿丽在原规则下有望胜诉
的原因。

而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条明确了
“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法院以
“拆迁公司签约时不知情”认定协议有
效，正与此规则紧密相关——即便阿

强无权处分阿丽的过渡费，其与拆迁
公司的协议仍属有效，拆迁公司向阿
强付款视为履行有效合同，阿丽只能
向阿强追偿，这直接导致了阿丽维权
失利。

“ 根 据 民 法 典 第 一 百 二 十 条 规
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武
汉市检察院在案件审查报告中指出，
拆迁公司明知阿丽享有拆迁权益，却
依然向阿强支付本属于阿丽的过渡
费，这一行为违背了基本的诚实信用
原则。这种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
为，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

2024 年 4 月，武汉市检察院就此
案提请抗诉，获湖北省检察院支持。湖
北省检察院提出抗诉后，湖北省高级
法院指令再审。今年 6月，再审法院采
纳监督意见，明确拆迁公司应当向阿
丽支付过渡费。鉴于拆迁公司已进入
破产程序，改判阿丽享有相应债权。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14年后，她落空的权益终于归位

□本报通讯员 张靖黎 朱兆渊

退役军人伊某稀里糊涂地为他人帮
忙，却使自己和家人的日子坠入冰窟。最
终，检察履职解“冻”了老兵一家的生活，
守护了法律温暖的底线。

年过半百的伊某家住陕西省子洲县
县 城 ，是 一 名 参 加 过 对 越 自 卫 作 战 的 老
兵。妻子身患重疾，被评定为二级伤残，家
庭经济负担一直很重。

几年前，伊某的一位朋友向银行贷款
40 余万元，用于开办养殖场，让他做了担
保人。没想到朋友投资失败，无力偿还银
行 贷 款 ，身 为 担 保 人 的 伊 某 要 负 连 带 责
任。然而，伊某根本无力承担这一后果。

今 年 年 初 ，因 未 能 履 行 生 效 判 决 确
认的还款义务，伊某的 3 张银行卡全部被
法院冻结，再加上手头本来就没有什么积
蓄，伊某一家瞬间失去了维持生活的基本
保障。在硬扛了几个月后，今年 6 月，伊某
走进子洲县检察院讲述了自己的困境，并
向检察机关申请执行监督。

受理案件后，子洲县检察院启动民事
案件法律监督程序，检察官首先调查了伊
某的收入情况。经查实，伊某的收入来源
目前共有 3 笔。一是自 1995 年以来，国家每
月向参加过对越自卫作战的老兵发放的
850 元生活补助；二是县财政每月向参加
过对越自卫作战的老兵发放的最低生活
保障金 1600 元；三是伊某退役后曾被安置
到该县的一家企业，企业解散后，他又被
一个公益性岗位吸纳，每月发放工资 1800
元。成为被执行人后，接收这 3 笔收入的 3
张银行卡全都成了“死卡”，伊某的妻子又
无劳动能力，一家人完全没了收入。

检察官认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全额
冻结被执行人账户资金、未保留被执行人
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费用的行为，违
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今年 7 月，子洲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
检察建议书，建议法院在执行涉及退役军
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的案件时，主动加
强与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残联、人社
局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精准识别被执行人
的实际情况；依法严格执行保留被执行人
及其所扶养家属的必要生活费的规定，避
免“一刀切”。

检察建议发出后，法院高度重视，并
全部予以采纳。伊某那张接收最低生活保
障金的银行卡被法院当即解冻。伊某一家
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解“冻”

2022 年 11 月，卢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机构提出工伤待遇仲裁申请。然而，等他走
完治疗、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伤残鉴定等一
系列前置程序，已超过了仲裁时效，仲裁机
构不予受理。2022 年 12 月，卢某向法院提起
诉讼，诉请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由公司
支付其包括工伤认定前的 6 万余元医疗费在
内的各项费用 47万余元。

攀枝花市东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卢某主张某公司支付相关费用符合法
律规定，对超出法定标准和没有法律
依据的部分予以扣除。某公司投保的
商业保险系对工伤保险的补充，对公
司主张以商业保险折抵工伤保险待遇
的请求不予支持。2023 年 2 月，法院
一审判决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判令公
司支付卢某经济补偿金、工伤保险待
遇等各项费用合计 42万余元。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投保的商业保
险属于工伤保险范畴，卢某已被认定
为工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
规定，卢某主张的医疗费等费用属于
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该案不属
于 民 事 案 件 受 理 范 围 ，依 法 不 予 审
理。2023 年 5 月，二审法院判决撤销
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判

令公司支付卢某经济补偿金、停工留薪期间
工资、护理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合计
13.9 万余元，驳回了卢某要求公司支付工伤
认定前产生的 6万余元医疗费的诉讼请求。

2023年11月，卢某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申请
再审被驳回。败诉的苦楚、身体的伤痛，加之重
返工作岗位遥遥无期，让卢某的生活陷入困境。

一波三折，工伤职工的诉求未获支持

本案抗诉成功，既是司法实践对《工伤保险条例》立法本意的重述，
更是对劳资关系中责任分配规则的校准。具体而言，可概括为三方面
深层意义：

一是捍卫了工伤保险制度的宗旨。工伤保险制度的设计核心是分
散用人单位风险，保障工伤职工及时获得救治和经济补偿。用人单位
逾期申请工伤认定，不仅是对自身义务的漠视，更是对制度根基的侵
蚀。检察机关的抗诉和法院的改判，通过明确“逾期=单位全责”的严
厉后果，强有力地矫正了违法行为，向社会释放了劳动者合法权益受法
律刚性保护的信号，震慑了潜在的效仿者，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及
时履责，确保制度善意不被架空。

二是厘清了责任边界，稳定了社会预期。此案清晰划定了社保基
金、用人单位、工伤职工三方的责任边界，特别是在用人单位违法情形
下的责任承担规则。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法定期限是红线，
触碰红线必担责。社保基金支付有其法定范围和条件，并非无限兜
底。再审改判重申，因用人单位违法导致的工伤待遇给付争议，本质上
仍是劳动争议，法院应当审理。这也让劳动者的维权路径更加清晰，而
清晰的规则指引有利于减少劳资纠纷，稳定劳资双方乃至社会的预期。

三是彰显了检察监督在保障民生中的价值作用。当再审程序难以
启动时，劳动者往往陷入“状告无门、说理无路”的困境。检察机关坚持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以“监督不留死角”的态度，不拘泥于原审的
裁判逻辑，主动调查取证，精准锁定违法点，直指法律适用错误的核心
问题，通过依法抗诉推动法院再审改判，使案件峰回路转，维护了工伤
职工的合法权益，守护了公平正义的底线，充分展现了检察监督在保障
民生中的价值作用。

■以案释法

法定期限是红线，触碰红线必担责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张艳

□本报记者 曹颖频 李敏 通讯员 罗悦阳 陈美素

卢某在工作岗位受伤后，公司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未为他申请工伤认定，导致这期间产
生的医疗费无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赔付范畴。卢某提起诉讼未获法院支持，对这笔医疗费
的索赔陷入僵局。

“为争取这笔‘看病钱’，我在公司、社保部门、法院之间奔走维权，身心俱疲。”2024 年 3
月，当案件材料摆在四川省攀枝花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的案头时，承办检察官张伟感受
到了监督申请人卢某的绝望与无奈。

“用人单位怠于履行法定义务导致的损失，竟由毫无过错的工伤职工承担，这符合工伤
保险制度的本意吗？”带着思考，张伟立即展开调查。他深知，案件能否在检察环节峰回路
转，这不仅关乎卢某的利益，更关系到《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能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
正确贯彻。

公司逾期申请工伤认定公司逾期申请工伤认定，，
““空窗期空窗期””医疗费谁担医疗费谁担？？

时间回溯至 2020年 10月 4日。当天下午
5 时 30 分许，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某工程项目
的施工现场，时任项目部现场负责人的卢某，
在进行测量放线时不慎摔倒受伤，经诊断，其
右尺骨鹰嘴骨折、右桡骨头骨折。历经急诊
手术、固定取出术及康复训练，卢某辗转多家
医院治疗，累计产生医疗费 6.4万余元。

“我是在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受的伤，
当时我相信公司会给我一个交代。”事故发生
之初，卢某对公司抱有朴素的信任。然而，令
卢某没想到的是，公司既未为他垫付医疗费，
也迟迟不为他申请工伤认定，更未提交延期
申报申请。在卢某及其家人的反复催促下，
直到 2021年 9月 18日——距离事故发生已过
去 349天，公司才向事故发生地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远超《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30日”时限。

2021 年 11 月 18 日，当地社保部门出具
《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卢某所受伤害为工
伤。后经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卢某构成九级伤残。

拿到工伤认定书时，卢某觉得这笔医疗
费总算有着落了。然而，当他持工伤认定书
和相关票据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时，却被社保
部门告知，根据相关规定，因单位申请工伤
认定逾期，工伤认定受理前产生的医疗费等
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需由公司承
担。卢某找到公司申请赔偿，公司又以已为
卢某购买了商业意外险，保险赔偿金可以折
抵相关医疗费为由拒绝与他沟通。

逾期申请，工伤认定前的医疗费无人赔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当由省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
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
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普法小贴士

2024 年 6月，承办检察官听取当事人委托人的意见。

2024 年 10月，承办检察官到社保部门了解当事人医保报销情况。

2024 年 3 月，卢某向攀枝花市检察院递交了
监督申请。他攥着医疗费票据哽咽地说：“胳膊
受伤后完全干不了重活，真的就没地方讲理了
吗？”

受理卢某的监督申请后，承办检察官张伟调
阅了全部卷宗，锁定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公司逾
期申请工伤，“空窗期”的医疗费由谁承担？法院
不予审理是否合法？为此，张伟前往凉山州社保
部门调取原始档案材料，向经办人员核实情况并
取得书面说明，证实社保部门曾明确告知卢某，

“因单位超期申请，受理日前的费用工伤保险基
金不予支付，应由单位承担”，同时确认工伤保险
基金仅支付了工伤认定后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等费用 9 万余元，对于事故发生至工伤认定申请
受理前产生的 6 万余元医疗费，工伤保险基金确
未支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四款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
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
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张伟表
示，公司逾期申请直接触发第十七条第四款的法
律后果——将“空窗期”内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工伤待遇的责任，法定地转移给用人单位承
担，这也是对用人单位违法的惩戒。因此，该案
属于用人单位违反《工伤保险条例》强制性规定，
侵害劳动者依法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权益而引发

的劳动争议案件，法院依法应当审理。
2024 年 10 月 8 日，攀枝花市检察院依法提请

四川省检察院抗诉。四川省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本案符合抗诉条件，依法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出
抗诉。

“司法实务中，法院对‘工伤认定逾期责任’
这类情形的裁判并不统一，本案的判决结果让后
续遭遇类似情况职工的维权之路更加艰难。”四
川省检察院民事检察部承办检察官杜伟认为，二
审法院混淆了“法定基金支付项目”与“因单位违
法导致的责任转移承担”，将本因用人单位超期
申请而依法转由其承担的医疗费，错误认定为基
金支付范围，并排除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属于
法律适用错误，未支持卢某主张由公司支付“空
窗期”医疗费的诉讼请求确有不当。

今年 6 月 30 日，经四川省检察院抗诉，四川
省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
意见，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改判公司支付卢某
经济补偿金、停工留薪期间工资、护理费、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医疗费等合计 20.4 万余元，其
中明确包含了 6万余元“空窗期”的医疗费。

拿到再审胜诉判决书后，卢某百感交集。这
个曾因伤痛和维权心力交瘁的汉子眼眶湿润了，

“没有检察机关的抗诉，这笔治病的钱肯定要不
回来。这钱，不只是医疗费，更是给我们工伤职
工讨回的公道”。

依法抗诉，“空窗期”医疗费由单位承担


